
第 60卷 第 3期
2020年 5月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ilin University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 60 No． 3
May，2020

□马克思主义研究

工厂的生命政治学分析
———以 《资本论》为核心文本的考察

王 庆 丰

［摘 要］“工厂”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权力发生的典型性“装置”。工厂基于机器大生产形成
了以“流水线”为标志的工厂体系，这一工厂体系进一步延伸到公司制度中，最终渗透进整个社
会体制结构; 工厂体系的技术支撑是马克思所谓的“工艺学”，现代管理学就其本质而言就是管理
的工艺学，科学管理学的目的是塑造有用且驯顺的主体，其理论底色则是“奴隶制”; 工厂法表面
上看是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生产秩序的正常运转，然而资本家正是在工厂法典中完成了对工

人的合法专制。工厂通过机器生产所形成的工厂体系、以工艺学为架构的科学管理学以及维护生产
秩序的工厂法共同构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发生“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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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发生的一般场所绝对不是福柯所研究的监狱和精神病院，也不

是阿甘本所谓的集中营和难民营，而是工厂。① 无论是监狱和精神病院，还是集中营和难民营，
只是生命政治发生的非典型性状态，工厂才是现代社会生命政治发生的一般场所。在生命政治学
看来，与权力密切相关的概念正是 “装置”。福柯曾经指出，生命政治学所研究的对象不是权
力，而是权力机制。只有从装置入手，才能梳理出权力发生的机制。“装置的本质是策略性的，
这意味着，我们正在谈论的，是对权力关系以及对权力关系中理性而具体的干预的明确操控，其

目的要么是为了促进这些关系向特定方向发展，要么就是为了阻止它们，使它们稳定下来，并对

之加以利用。因此，装置总是嵌入一种权力游戏之中，不过，它也总是与特定范围的知识相联
系，这种知识来自装置，同样也对它做出了限定。确切而言，装置就是关于权力关系———它们支
持特定类型的知识或受其支持———的一套策略。”［1］196阿甘本进一步明晰了福柯的装置概念，他做
出了三点归纳: “a． 装置是一套异质的东西，事实上，它以同一个头衔囊括一切，无论是语言的
还是非语言的: 话语、制度、建筑、法律、治安措施、哲学命题，等等。装置本身是在这些要素
之间建立起来的网络。b． 装置始终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始终存在于某种权力关系之中。
c． 因此，装置出现在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交叉点”［2］4。综合福柯的定义和阿甘本的论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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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虽然福柯关于监狱的研究以及阿甘本关于集中营的研究，其最终的目的是揭示现代社会的隐性结构，但关于现代社会

隐性权力结构的揭示还是应当诉诸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装置———工厂。



置就是关于权力关系的一整套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明确操控。
装置是关于权力关系的网络，具备某种具体的策略功能。这种策略功能就是装置所具有的技

术意义: “机器或机制的一部分以及 ( 通过延伸) 机制本身得以组织的方式。”［2］10一切装置都意
味着主体化过程，一旦缺失这种过程，它就无法发挥治理装置的功用，而且还原为纯粹的暴力活

动。“在这个基础上，福柯早已证明，在一个规训社会，装置如何旨在通过一系列实践、话语和
知识体系来创造温顺而自由的躯体，作为去主体化过程中的主体，这些躯体假定了它们自身的身

份和‘自由’。因此，装置首先就是一种生产主体化的机器，唯有如此，它才成为一种治理机
器。”［2］23－24装置是一种主体化过程和去主体化过程的统一。从去主体化的过程而言，装置通过一
系列权力关系网络来规训和惩罚主体，使其丧失自己能动的主体性; 从主体化的角度而言，权力

装置最终创造出温顺而自由的躯体，这些躯体假定了它们自身的身份和 “自由”，成为一种具有
特定身份的主体。主体化过程正是在去主体化的过程中完成的。

一、工厂体系

资本主义社会工厂体系的产生是建立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工场
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传统形态经历着彻底的变革: 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厂; 手工
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场手工业; 最后，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领域在相对说来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变成了

苦难窟，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3］564在这里，马克思揭示了从手工
业转变为工场手工业，再从工场手工业转变为工厂的历史形态变革。马克思径自把 “工厂”称
为“苦难窟”。“苦难窟”是典型的生命政治学术语，我们很容易将之同阿甘本所分析的 “集中
营”进行类比。“工厂”之所以成为 “苦难窟”是因为 “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
那里为所欲为”。这种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之所以能够为所欲为，则是因为工厂成
为了“装置”。
马克思从工具 ( 机器) 的视角对比了 “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与 “工厂”的区别。马克思

指出: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
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
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
入死机构。”［3］486为了使工人能够驯顺地服侍机器，并入机器这一死机构，资本家制定了严格的纪
律。“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3］473马克思把工厂纪
律称为“最严格的纪律”，是因为这种纪律是一种兵营式的纪律，并最终发展成为工厂制度。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
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
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

到充分发展。”［3］488这种兵营式的纪律最终造成了现役劳动军自身的分裂。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可
以区分为“现役劳动军”和 “产业后备军”; 但由于工厂纪律的出现，工人被划分为劳工和监
工，现役劳动军被分裂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被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转化为现役劳动军与产业后备军以及现役劳动军内部的对抗性关系。
随着早期资本主义步入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本身及其构成也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1951年是美国历史上平平淡淡的一年，但其在劳工市场上却有着独特的价值: 这一年美国
的“白领工作者”首次超过劳工总量的 50%。这意味着美国脑力劳动者超过了体力劳动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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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无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于是，大多数无产阶级的工作场所也发生了相应的进化，无产阶
级从工厂厂房的流水线进入到高档写字楼的办公隔间。① 虽然工作场所发生了转移，但是工作的
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办公室白领们依然承担着类似于流水线上枯燥的、重复的和千篇
一律的工作，工厂的生产本质被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写字楼中。好像把人放进 “格子间”还不够
侮辱人似的，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办公空间，这些隔间的尺寸还被做得越来越小。美国的 《商
业周刊》曾经报道: 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美国写字楼隔间的平均尺寸减小了
25%到 50%，一半的美国人觉得自家的浴室都要比自己的办公隔间大，而事实上也是如此。实际
上，工厂的流水线和写字楼的办公隔间二者之间的生产环境高度类似。写字楼中的格子间只是
“脑力流水线”生产的特殊形式。格子间越来越小，就如同工厂流水线作业被划分得越发细致。
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前，体力劳动者还是产业工人的绝对多数，这时候脑力劳动者是有诸多

“特权”的，他们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 ( 如财务、专业技术、管理能力等) ，那时候的脑力劳动
者是拥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的。他们并不是完全和彻底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更好地
统治与监控体力劳动者的工具，即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所谓的 “监工”或 “工业军士”。当
脑力劳动变得“廉价”时，新产生的白领阶层自然是不配享用单独的办公室了，在公司中他们
也只是廉价的“技术工人”。现在只是发生了一个 “阶级平移”: 曾经在流水线上拧螺丝的工人
平移成了格子间里敲键盘的公司员工，曾经拥有单间的精英管理者们虽然有些沦落为廉价的脑力

劳动者，但其中的一部分依然还是有单间的企业中高管理层。
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福柯通过对监狱的考察提出了一个生命政治学的概念: 全景敞

视主义。福柯的全景敞式主义来源于边沁的 “全景敞式监狱”。边沁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功利主
义者，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计算 “效用”，他所设计的监狱、福利院，也都是完全使建筑在 “效
用”上达到最大化的。“边沁的全景敞式建筑是这种构成的建筑学形象。其构造的基本原理是大
家所熟知的: 四周是一个环形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有一圈大窗户，对着环形建筑。
环形建筑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都贯穿建筑物的横切面。各囚室都有两个窗户，一个对着
里面，与塔的窗户相对，另一个对着外面，能使光亮从囚室的一端照到另一端。然后，所需要做
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安排一名监督者，在每个囚室里关进一个疯人或一个病人、一个罪犯、一个
工人、一个学生。”［4］224福柯认为，这种具备一座有权力的和洞察一切的高塔的、著名的透明环形
铁笼，或许是一个完美的规训机构的设计方案。福柯进一步指出，观察、监视、控制与校正违规
行为的“全景监狱理念”，蕴含在几乎所有的现代建筑、社会组织和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换言
之，工厂、学校、兵营、精神病院等众多现代组织的根本原则和组织管理模式都起源于监狱的全
景敞式主义模型。“全景敞式主义是一种新的 ‘政治解剖学’的基本原则。其对象和目标不是君
权的各种关系，而是规训 ( 纪律) 的各种关系。”［4］234一名巡视员出其不意地来到全景敞式建筑
的中心，一眼就能判断整个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任何情况都瞒不过他。工厂流水线就是一个典型
的全景敞式监狱式组织———一个在管理者凝视下劳动者们被高效监控的组织。在数字信息技术的
帮助下，监控室已经取代了中心瞭望塔，工厂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处在其严密的监控之下。
白领们的格子间脱胎于工厂流水线生产。因此，白领们的工作也并没有想象中的 “自由

度”，他们不过是在管理者监视下高效流水线上的一颗螺丝钉。现代工厂的设计理念和设计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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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作为办公隔间的“格子间”设计实际上是一种舶来品，这个词源自牛肉产业中使用的牲畜屠宰前所待的小隔间。
小而狭窄的办公隔间，由玻璃、石膏板、三聚氰胺板、轻质水泥板等隔板搭建而成，简单廉价、设计灵活，里面坐着公司的初
级员工。办公隔间不仅节约办公空间，并且隔而不离。



其实也来源于监狱。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见过的许多写字楼的设计格局: 在一排排格子间的尽
头专门隔出来一块区域当作中高层管理者的办公室，而且都是下面用毛玻璃、上面用透明玻璃来
隔开。这样设计的好处是，管理者只要站起来就随时可以看到格子间中白领们的工作状态，而自
己的“隐私”又很好地隐藏在毛玻璃背后。这是一种典型的全景敞式建筑的体现。纪律的实施
必须有一种借助监视而实行强制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监视的技术能够诱发出权力的效应。
“全景敞式模式没有自生自灭，也没有被磨损掉任何基本特征，而是注定要传遍整个社会有机
体。它的使命就是变成一种普遍功能。”［4］233工厂体系的本质也是一种全景敞式主义。整个社会正
在日益变成一个工厂体系，各行各业就像流水线一样，保证着社会的高效运转。我们可以说，工
厂体系已经渗入了整个社会有机体。

二、工艺学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广泛、异质的智力在资本权力体系下被剥夺了自身的真实表达，不断被
控制、扭曲和纳入“作为工厂管理体制特征的管理准则和层次结构”［5］85。智力的维度应该作为
活劳动的属性实现在自由创造的劳动中，而不是作为死劳动的属性体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工厂管理

式的层级结构中。在显性操作中，工人的活劳动是通过流水线被纳入的; 在隐性的层面上，资本
主义生产则是通过工艺学实现的。换句话说，流水线的技术支撑是 “工艺学”的出现。何谓工
艺学? 马克思指出: “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
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3］559工艺学就是把生产过程进行分解，分
解得越细微，证明这种技术越精细、越成熟。“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
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
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

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然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

断重复一样。”［3］559－560然而，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
级的新枷锁。先进的技术让无产阶级工作更加 “去技能化”，让他们丧失了与资方议价的能力;
无论在工厂流水线上，还是在白领办公室中，劳动者的工作整体性在退化，工厂和企业需要的只

是不用思考与反思、不停重复执行去技能化任务的 “身体”而已。
这种精密的工艺学最终被应用到了工厂的管理之中，这使得工厂作为 “装置”更加高效。

西方工厂的代表制度就是泰勒制和福特制。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我们可以称为血汗工厂泰勒
制; 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又可将其粉饰为 “科学管理”。泰勒是第一位提出科学管理观念的
人，因此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是西方管理学理论的肇端。所谓泰勒制就是详细地记录每
个工作的步骤及所需时间，设计出最有效的工作方法，并对每个工作制定一定的工作标准量，规

划出一个标准的工作流程。可见，这是一种精确的标准化管理，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对人的动作与
时间的规训，以最经济的方式达成最高的生产量。这种规训式或规范化管理必将极大地提高劳动
效率，也就必然会受到资本家的热烈欢迎。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泰勒制完全把工人的劳动变成了
机械式的物化劳动，丧失了任何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因此，我们又把泰勒制的管理模式称为
“机械模式”。
在日常“管理学”的研究和教学中，我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泰勒创造的 “科学管理”这

一学科的理论本质和灵感来源。1911年，美国国会召开了一场关于 “科学管理制”以及其他工
厂管理制度的听证会。在这场听证会上，一位来自马萨诸塞州华特城兵工厂的工作经验丰富的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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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工人向委员会表示: 工厂的科学管理让他觉得 “仿佛退回了奴隶制”。管理者们时刻跟在你的
身边，一旦你停下来片刻，就有管理者拿着秒表站在你身边，这太令人难以忍受了。在泰勒制的
帮助下，管理者们对工人施加了高度控制。严格的工厂管理几乎把工人还原为拿着微薄工资的奴
隶。泰勒制的管理体系就像奴隶监工抽打黑人的鞭子一样，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工厂体系只不过
是把抽打的“鞭子”变成了“罚金簿”而已。泰勒和出席这场听证会的同僚们也默认了 “科学
管理”的理论来源之一就是“奴隶制”。
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曾经指明了工厂制度和奴隶制的同质性。他指出: “这

些前提创造并发展了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这种奴隶制度就它的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亚

于古代的奴隶制度。”［6］58 “科学管理”与 “奴隶制”之间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于 “任务观念”
的提出，泰勒将其描述为“现代科学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其实，“任务制”有着更为久远
的历史，它是奴隶制下组织劳动的主要手段之一。所谓任务制，就是被奴役者在持续的监督下在
一段固定的时间内劳作并完成被要求的工作量。在任务制之下，被奴役者会被强制要求在一天内
必须完成一定的“任务量”或“配额”，否则就会受到严酷的惩罚。“任务”一词因其与奴隶制
的关系而令“很多人不喜欢”。泰勒制与奴隶制所展现的特性如出一辙，唯一的改善就是加入了
工人的基本工资和辞职的权利。泰勒制的核心元素就是工作的去技能化和对工人的严密控制，其
对工作流程与工作标准的研究剥夺了工人对生产过程知识的控制，并将这些知识牢牢地控制在管

理者手中，让手工业者失去了与雇主博弈的实力，只能任由其摆布。
劳动者拒绝成为流水线上的奴隶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泰勒制在提高劳

动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引发了广大劳动者的反抗情绪，于是改良版的泰勒制亦即福特制应运而

生。相对于泰勒制而言，福特制多了些许 “温和”，在 “奴隶制”的基础上增加了不少激励元
素。比如资本家付给工人高于一般生活开销的工薪，以便让他们有能力来购买他们自己制造的劳
动产品; 再比如资本家给予工人长期许诺，不随意开除工人，给予伴随工龄和生产效率增长的福

利等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其 “血汗制度”的本质，福特制同样是一套基于工业化和标准化
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费的经济和社会体系。在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中，无论是 “泰勒制”还是 “福
特制”都被称为“低信任体制”。低信任体制意味着监视、规训和管控的存在。在这样一种管理
体制中，工人没有工作的自主权，一切任务都由管理方规定，并且依赖于机器实现，同时工作过

程受到严密的监控，而且这种控制系统和监视系统的效率都远远地超过了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

真可谓是“科学控制”与“科学监视”。①

毋庸讳言，泰勒制和福特制在短时间内确实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长期来看是否如此

呢? 实际上，管理学中的有识之士早就开始反思这种 “低信任体制”: 这种所谓的科学管理是否
能够长期带来劳动效率的提升? 是否最终真正能够让公司或者企业整体受益? 这样一种严密的监

控体制最终会造成员工的工作投入和工作士气的损害，从而激化劳动者对管理者的抵触情绪。管
理学的最初目的本来是想通过优化生产关系来提高生产效率的，但是由于采用了控制、监视和管
控的方式来规训和剥削劳动者，从而导致劳动者生产积极性降低，反而影响了劳动生产效率。许
多奉行“低信任体制”理念的公司，劳资关系冲突比率明显高于平均值便是明证。于是，资本
主义也在与时俱进，“后福特制”成为了当今管理学的主流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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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当代，人类依靠信息技术的帮助，例如视频监控、脸部识别、指纹打卡以及各种各样的网络办公软件，可以全方位
地实现对雇佣劳动者的监控，甚至打卡的地理位置都能收集，搞出“早到排行榜”“加班排行榜”等。信息技术已经让现代社
会的生命政治管控无孔不入。



相对于泰勒制和福特制，后福特制更加温和。后福特制主张给予劳动者一定的自主性，它使
劳动者觉得自己不再是一颗悲惨的螺丝钉。后福特制通过给予工人高福利、终身雇佣等策略，磨
灭劳动者的反抗精神; 通过所谓的扁平化管理和小团队化管理，提升基层的活跃度，激发劳动者

的工作主动性，但是，后福特制依旧是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延伸和变形。在其 “团队工作”“扁平
化”等理念的背后，依然是资产阶级管理学控制、监视、剥削劳动者的本质。后福特制所带给
工人阶级的只是“幻象”或“景观”。这些虚假的浮华幻影的核心是所谓生产活动中的 “创造性
劳动”。资本家会给应聘者们描绘一幅富有诱惑力的景观: 你的劳动是有创造性的、你在公司里
自由发挥的空间很多、你的工作具有完全的自主权、你在公司里具有非常大的升职空间等，但现
实中的情况与这种幻象相去甚远。
在现代社会中，资本家通过无孔不入的摄像头和显示屏，监控着劳动者的一切，让劳动者时

时刻刻都处在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管控最主要是通过 “时间”规划来实现的。这些规训
方法揭示了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
制和使用。”［4］180这些所谓的“管理学”理论，不过是“更好地把人变成工具”。工艺学的诞生使
得资产阶级的管控更具有隐蔽性，披上了科学管理的外衣。主流管理学过于强调效率、控制和监
视，忽略了劳动者的主观体验，就是实实在在的“把人当成了工具”; 主流管理学的背后永远无
法掩盖“剥削”二字，甚至于管理学的诸多理论就是在研究 “怎样更好地剥削劳动者”。管理学
在所谓“计划”“科学”“效率”“精确”等术语的背后隐藏的都是两个字——— “剥削”! 所有管
理学的出发点永远是工厂、企业和管理层，永远是资本最大限度的增殖，从来没有以普通劳动者
视角为出发点的研究。“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的锁链，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
制度上这样原形毕露。在这里，法律上和事实上的一切自由都不见了。”［7］464隐藏在管理学背后的
是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与剥削。

三、工厂法

建立在机器大生产基础上的工厂体系以工厂纪律和工厂制度的方式确立了下来，并且在管理

工艺学的支撑下更加精细和科学，这种 “专制”最终通过 “工厂法”获得了普遍的规范性。马
克思指出: “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3］553工
厂立法的目标表面上看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维护，实际上其所维护的是资本家对工人的管控

和剥削。“资产阶级通常十分喜欢分权制，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
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
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3］488工厂法的出
现使得资本家对工人的专制得以最终形成，在科学外衣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件合法的外衣。
工厂法的诞生也是和机器生产关联在一起的。“工厂法从一项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

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

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3］564在工厂法的早期制定中，资本家或者说
工厂主具备了绝对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引用了恩格斯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
的论述，“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
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3］489。早期的工厂法根本不考虑工人的利
益，完全是为资本家的利益服务的，确切地说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也就是说是为了

维持骇人听闻的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顺利进行。因此，早期的工厂法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对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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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罚，但是这种处罚并不像是前资本主义时期对劳动者所进行的肉体的惩戒。“奴隶监督者的
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3］488－489从表面上看来，
这种惩罚似乎变轻了，而实际上并非这样。恩格斯曾经形象地描述了这种处罚的苛刻和专制。
“工人必须在清晨 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 如果他迟到 10分钟，在吃完
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
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3］489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引用了傅立叶对工厂的称谓——— “温和的监狱”。
在资本主义生产体制的高压下，工人展开了对资本家旷日持久的反抗。这种抵抗最终也取得

了一定的有益于工人阶级权益的成果，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 “八小时工作制”。但是，就
是这样一种被劳动法明确规定的法律，在现代社会中却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黑煤窑、过劳死
等现象的存在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工厂依然像“集中营”一样是一种 “法之例外状态”。《例
外状态》是阿甘本 “神圣人”系列的一本重要著作。阿甘本在该书中所提出的 “例外状态”
( stato di eccezione) 概念已经成为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权的一个重要的生存论范式。阿甘本明
确指出，“例外状态”是一个“无法”的空间，其中的关键是呈现为不再具有法律形式者的法律
形式，处于一个模糊、不确定、临界的边缘。“例外状态既非外在亦非内在于法秩序，而它的定
义问题正关系着一个门槛，或是一个无法区分的地带，其中内与外并非相互排除，而是相互无法

确定。”［8］32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指的是法之例外或法之悬置，为我们分析 “工厂”提供了独
特的视角。阿甘本指出: “例外就不只是单纯的排斥，而是一种包涵性排斥 ( inclusive exclu-
sion) ，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 ex－ceptio: 外部的把握。”［9］142例外状态作为一个无法区分的模糊地
带，所表征的正是“工厂”的存在状态。现代企业 ( 工厂) 事实上已经成为了一种有着等级制
体系的独裁政府，不局限于成年工人而是 “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
治”［3］454。资本主义正是利用“工厂”这种例外状态使其发挥作用并同时对工人进行规训与治
理，这正是阿甘本意义上的 “包涵性排斥”。例外状态作为一种包涵性排斥其实质是一种例外状
态常态化。无论是包涵性排斥，还是例外状态常态化，都意味着工厂作为例外状态成为了资本主
义生产秩序的权力装置。
马克思对工厂立法的后果进行了详细地分析: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

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

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

的积累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家统治的陈
旧的过渡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
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
和规定所造成的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

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 ‘过剩人口’
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
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

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3］576－577

在马克思看来，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具有两大后果: 第一，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得以形
成; 第二，由于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
熟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的这两个判断都是成立的; 但是，在管控和监视技术日益发达的今
天，即使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即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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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也无法摆脱资本主义的严密管控。数字资本主义的生命政治管控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机制新的“安全阀”。

结语: 我们能否走出工厂的装置?

优越的工作环境、扁平化管理和创新性团队，这些都是资本家给劳动者所营造的一种 “工作
主义景观”，事实上都是幻象，但可以给劳动者一种 “伪自由感”和 “伪阶级晋升感”，就像买
了一个奢侈品包便感觉自己身份提高了一样。在封建社会中，虽然农民也遭受着剥削与压迫，但
是农业生产中农民永远会对其工作有着自主性，也需要相当的知识和技能; 而工业社会的产业工

人，既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任何自主权，也不需要太过高级的技术和知识，他们只需要在流水线上

重复地拧好螺丝钉就足够了。于是，这样一种工作成为了 “某种外在的疏离的东西”，而不是
“自由自觉地创造性活动”，即马克思所谓的“异化劳动”。由于自主性的丧失，无产阶级逐渐会
对工作甚至于整个工业生产都抱有一种冷漠乃至于厌恶的态度。
工厂本质上应该是中性的，就像技术的进步是中性的一样。一个调整生产关系，一个发展生

产力，本质都是为了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进步。那么为什么工厂反而成为了压迫、监视、剥削劳
动者的权力装置呢? 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中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天然不平等的生产关

系。所以无论技术的进步还是管理学的应用，都变成了造成压迫、剥削与两极分化的手段。虽然
管理学和技术进步都是 “中性”的，但是在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下，它们都成为了助长资本家剥
削工人的工具。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者们根本无法享受到技术进步、组织优化所带
来的福利，反而往往是受害者。曾经劳动者们只是借助机器进行生产，而在当下工人的技能转变
为服侍机器。工厂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明确的表达”，工厂体系成为了包括政府、学校在内
几乎所有一切社会组织的运行模式; 在人们追求精确高效的背景下，工厂和企业管理学的理论成

为当代“资本宗教”的“圣经”; 工厂法所体现的依然是资本家的经济利益。即使是在号称法治
社会的现代社会中，资本家也依然有能力把工厂变成法之例外状态。我们能否或者说如何走出作
为装置的工厂，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
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批判当今学校的经济学研究和商科教育，他们认为现时代的经济学研

究遗忘了古典经济学中固有的伦理学因素，另外精英主义教育又让商学院的学生普遍缺乏道德敏

感性和道德责任感。一方面，他们主张恢复现代经济学中的道德维度; 另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
教育培养出能独立思考、有反叛精神、有同情心和责任担当的新精英，从而能够在生产实践中质
疑现行的管理惯例，并创造出更好的规范、政策、观念和管理价值观。同时，这些学者们呼唤劳
动者力量的回归，来让这个权力天平尽量变得平衡。他们认为，只有戳破管理学所营造的景观幻
象，才能让劳动者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背后监视、控制与剥削的本质，才能激发起他们的反抗精
神，去追求真正的自由，而不是在虚假的景观中自怨自艾，在被异化的痛苦中无能为力。实际
上，所有的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善良的自由意志和美好的幻想。要想真正地走出和打破工厂的权力
装置，就必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现实道路。
虽然马克思成功地说服我们相信资本主义制度具有不可救药的剥削性，并且极端非理性，

“但是存在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承认资本主义历史贡献的同时，尽管彻底揭露了其剥削基础和非
理性动力，但这仍然仅仅是一种批判。马克思并没有提出可替代的经济秩序方案，用他自己带着
轻蔑的话说，就是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10］序3－4。我们虽然可以在超越资本主义的
意义上去理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但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并没有给出具体的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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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的经济秩序方案”。施韦卡特认为超越资本主义就应该寻求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这种
替代性方案被其称为“经济民主”。在施韦卡特看来，经济民主基本模式与资本主义基本模式的
差别主要表现在: 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是由三种截然不同的市场所构成———商品和服务
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市场出现，
资本主义才逐渐兴起，并进而引起资本市场的发展。经济民主保留了商品和服务市场，但以车间
民主化取代了劳动力的商品化，以社会投资体系取代了私人金融市场。
换言之，资本主义是以三个基本制度为特征的: 生产资料私有制、市场和雇佣劳动制度。苏

联经济模式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 ( 通过将农场和工厂集体化) 和市场 ( 通过建立中央计划) ，

但保留了雇佣劳动制度。经济民主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但保留了市场。资本
主义生产的核心就是劳动力市场，亦即雇佣劳动关系。经济民主以车间民主化取代劳动力市场就
是想打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所谓车间民主化就是工人自我管理，每个生产性企业都由它
的工人民主地控制。施韦卡特指出: “每个生产性企业都由它的工人控制。由工人负责企业经
营: 组织车间、制定纪律、发展生产技术、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指定产品价格以及决定净
收益的分配。企业不实行收益的平均分配。对于那些具有更高技能、更老资历和承担更多管理责
任的员工，大多数企业都会给予更多的奖励。关于这些事情的决定都是以民主的方式做出
的。”［10］51

在施韦卡特看来，所有者权威制是资本主义式的车间组织形式。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领
域竭力彰显民主，但在经济领域却毫不掩饰地保留了专制。“所有者权威制”就是一种老板对员
工的专制统治。经济领域充斥着老板的专制权威和私营企业对员工事无巨细的监管。当资本主义
宣称在政治领域终结了封建专制实现民主的时候，专制统治却在经济领域堂而皇之地复活了。施
韦卡特的经济民主正是针对这样一个事实提出来的。经济民主 ( 车间民主化) 的方案应该有助
于瓦解作为权力装置的工厂，也许一种全新的工厂体系会成为可能。无论工人的自我管理是否能
够使现代人走出工厂的专制权力装置，对资本主义替代性方案的寻求确实是我们超越资本主义的

可行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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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Image of China as a Great Power in COVID－19 Pan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ased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ignal Expression

XIAO Xi，SONG Guo－xin ( 5 )
Abstract: Signaling Theory has in－depth research on logic of national image formation，and greatly enlightens sys-

tematic shaping of the national image． Signal expression shapes the national image by affecting targeted audience’s per-
ception． The signal expression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official statement，credit verification and audience expansion． It
constitutes three phases of shaping the national image: the national image positioning，national diplomatic practice and
the spread of national image internationally． Xi Jin－ping strategically positioned the image of China as a great power in
the new era: the image of a civilized great power，the image of an oriental great power，the image of a responsible great
power，and the image of a great socialist country． Based on this，the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uld
be taken as an example to verify the consistency of China as a great power image positioning and practice． However，
politicians，media，and schol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prejudic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China and stigmatize China through the epidemic or choose to believe those stigmatization． To this end，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discourse system and the capacity to establish the discourse．
Additionally，China shall design it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ories，generate systematic strategies for spreading
Chin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ories，and better develop means of telling China’s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ories． In this way，China could realize the audience expansion and effective shaping of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Keywords: image of China as a great country; the COVID－19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ignal expres-
sion; official statement; credit verification; audience expansion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Biopolitics
SUN Li－tian，XIAO Qian－ying ( 28)

Abstract: As a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understanding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biopolitics must have a theo-
retical position in the Marxist pedigree． The dialectics of Marx for criticizing capital，the thinking mode of Praxis，and
the existence of society as a given priori social structure all entail the theoretical potential，starting point and concrete
connotation of biopolitics． In the era of capital globalization，biopolitics has a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n critique of lif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Ｒevealing the control of life technology and its manipulation of micro power，biopolitics shows
u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s a certain political enlightenment and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which pro-
vides a new perspective as well as a keen perception for contemporary capital critique，and sheds light on exploring the
path of personal liberation． Its limitation lies in the failure to achieve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
nalysis，which weakens and empties its vision of freedom and liberation． Only through a real understanding on the inter-
nal logic of historical dialectics，can rediscover the inherent power of self－denial in history and get the practical path to
liberation．

Keywords: biopolitics; Marx; critique of life technology; dialectics of history

Biopolitical Analysis of Factory: A Study Based on Das Kapital
WANG Qing－feng ( 35)

Abstract: “Factory”is the typical“apparatus”of bio－power in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Based on the massive
machinery production，factories have formed a factory system marked by“assembly lines”． Further，this system has ex-
tended to company system and infiltrated into the entire social structure eventually． The technical support of factory sys-
tem is what Marx called“Technology”． In essence，modern management is the technology of managing． With the pur-
pose of moulding useful and docile subjects，the underlying theory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is slavery． On the surface，
the factory law seems to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ensure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normal produc-
tion． However，it is the factory law that legitimizes the capitalists’despotism on workers． The factory system formed in
machinery production，the scientific management based on technology and the factory law for maintaining the orderly
production jointly generate the power“apparatus”in modern capitalist society．

Keywords: biopolitics; Das Kapital; factory; apparatus; machinery; technology; factory law

Ideological and PE Standpoints of the Arguments in The Holy Family:
The Debate about“Thought”vs．“Interest”

LI Zhong－jun，LIU Yi－tong ( 44)
Abstract: “Thought”and“interest”are the core categor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the distinc-

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hought”and“interest”is a prerequisite proposition related to the standpoint of ideolog-
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arx and Engels proposed“‘thought’once leaves‘interest’，it will certainly make a fool
of itself”and other relevant arguments in“The Holy Family”，which not only criticized the young Hegelians represented
by Bruno for their wrong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thought”and“interest”，but also il-
luminated the multiple essential connotations of“thought”and“interest”which advocated by them，and then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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